
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

张　越

从顾颉刚先生当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算起，他的疑古学说至今已经流播百年了。
七大册《古史辨》和八集六十二巨册的《顾颉刚全集》含括了顾颉刚在古代历史、现代史学、历史地理、

民俗学、古籍整理等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但是最引人关注、引发争议最激烈、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还
是他的疑古学说。百年来因顾颉刚疑古学说所生发的各种评价、阐释、研究如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

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现象级存在。本文仅就笔者一直以来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审思略作陈述，
就教于方家。

一　从层累说的提出到《古史辨》的出版

１９２３年５月６日，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９期刊
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问世。顾颉刚后来回忆说：“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
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编著：
《古史辨》第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页）事实上，层累说固然威力甚大，但是其影
响力传播开来，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一些质疑顾说的读者来信，胡适显然希望就此问
题能够形成争论局面，故选择了刘掞藜和胡堇人二人的来稿直接转给顾颉刚，由顾就此写出回复文章
后在《读书杂志》同时刊出了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读顾颉刚
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和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三文。随后的几期《读书杂志》连载了顾颉刚的《讨论
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和刘掞藜的《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双方均以宏文相对，对古史、古书辨伪层面的
具体问题上的分歧都有充分论证，而在“疑古”程度及可能造成的学术之外的影响等认识上的差异也
初步显露出来。同年１２月，顾颉刚登载“启事”宣布暂停争论，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作总结
性评论。随后的两年中，仅有１９２４年５月柳诒徵发表不点名批评顾颉刚观点的《论以〈说文〉证史必
先知〈说文〉之谊例》、１９２５年４月张荫麟发表的层累说过度使用“默证”的论文（张荫麟：《评近人对于
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学衡》第４０期，１９２５年４月，第１～１８页）。顾颉刚没有回应
张荫麟文，对柳诒徵文也迟至一年半以后的１９２６年１月才予回复。从１９２３年５月顾颉刚发表层累
说直到１９２６年６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前的三年间，争论的范围其实很有限，古史讨论整体波澜
不惊。真正与顾颉刚形成争论局面的仅刘掞藜和胡堇人二人，针锋相对的论战文章也仅有刘掞藜两
篇、胡堇人一篇和顾颉刚两篇，其间钱玄同、柳诒徵、张荫麟、李玄伯和胡适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从参与论战的人数、影响的范围和社会各界的话题度来说，顾与刘、胡二人的这两个回合的古史论战
远不及大致同时展开的“科玄论战”和其后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古史辨》系列的出版，使顾颉刚疑古说在社会层面产生了爆发式影响。仅《古史辨》第一册“一年
里竟重印了二十版”（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第２１页）。
《古史辨》第一册及后续诸册汇集了层累说及相关的研究讨论文章、书信，加之那篇著名的《古史辨》第
一册“自序”，不仅展示了层累说形成和因之而起的古史讨论的来龙去脉，而且是将其以古史辨为“品
牌”整体“打包”逐册系列推给读者，顾颉刚疑古说的知名度得以迅速提升。如陆懋德在《清华学报》上
介绍《古史辨》第一册时说：“此书实为近年吾国史学界极有关系之著作；因其影响于青年心理者甚大，

且足以使吾国史学发生革命之举动也。”“顾君之书虽未求得结论，然三千年以前之尧舜禹者，其存在
已受其影响，而其地位已感其动摇，则此书势力之大亦可惊矣。”（陆懋德：《介绍与批评·顾颉刚〈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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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清华学报》第３卷第２期，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第１、１８页）《燕京学报》“学术界消息”栏目中说：“顾
先生《古史辨》第一册行世以后，曾震撼史学界。”（容媛编：《二十年（七月至十二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燕京学报》第１０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第２１７８页）《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新书介绍》对《古史辨》亦作
如是论：“顾君汇所有十二年来关于古史论争之文字为《古史辨》第一册，并于卷首冠以长序。在最近
中国学术界中足以振荡人心之作，胡适氏《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外，允推此书。”（《新书介绍·古史辨第
二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４卷第６号，１９３０年１１—１２月，第１０９页）张荫麟则将《古史辨》第
二册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提并论为“１９３０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版品”［素痴（张荫
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２０８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４日，第８
版］。诸如“大可惊矣”“震撼史学界”“振荡人心之作”“最重要的出版品”等描述，足见《古史辨》出版后
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形成的冲击力，然而知名度的陡然提升对于顾颉刚疑古学说而言恐怕并非全然是
一件幸事。

古史辨伪本身毕竟是专业性的学术问题，在未曾认真查验顾颉刚层累说的立论依据、没有全面考
察其疑古学说论证过程的情况下，很容易会被不加辨别地人云亦云，如郭沫若即承认“从前因为嗜好
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
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
后·６夏禹的问题》，上海：上海新新书店１９３０年版，第２２页）。具体到顾颉刚示禹为虫的观点，支持
层累说的人也不尽同意，如钱玄同认为顾“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
书》，《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１０期，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０日）；胡适为顾颉刚辩解说：“禹的演进史，至今
没有讨论完毕，但我们不要忘了禹的问题只是一个例，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
历。”（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１８期，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２日）当然也有柳诒
徵因不同意顾的观点而刻意指摘其“禹为虫”之说为“不明《说文》之谊例，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
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柳翼谋：《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史地学报》第３卷第１期，１９２４
年４月，第２页），以达到攻其一点否定整体之意。

然而，《古史辨》出版后，“大禹是条虫”的说法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包括绝大多数非古史研究专业
或非学者身份的众多论者并不在意“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更愿意抓住这个“个
例”而将其作为批评或调侃的对象。如《古史辨》“最有趣味之事，即为禹之有无的问题”（陆懋德：《介
绍与批评·顾颉刚〈古史辨〉》，《清华学报》第３卷第２期，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第７页）；“历史专家顾颉刚
氏，近在其所著《古史辨》一书中竟有”“禹非人，乃古代之毛虫”的“惊人怪文字与新发明”（《禹非人，乃
古代之毛虫？———大学教授历史专家顾颉刚怪论》，《盛京时报》第１０１００号，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１日，第７
版）；“顾氏最大胆而又最可笑的一个新发见，是判断禹为一条虫”（何海鸣：《中国神代史与疑古者》，
《新民报半月刊》第５卷第１５期，１９４３年８月１日，第３页）等，似乎层累说即等于“大禹是条虫”，后者
反客为主地成为人们提及顾颉刚疑古学说时的主要话题。这种置换的结果是传言愈传愈广，而距离
层累说原貌则愈来愈远，顾颉刚本人对此也深感“惆怅”：“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
的话……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辩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
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２册，
第３页）“他每每伸长了两臂喟然叹曰：‘我做了多年辨史工作，大家对我的成绩，还只说大禹是一条长
虫！’”（铁笙：《记顾颉刚》，《盛京时报》第９１７２号，１９３５年９月７日，第５版）

虽然“大禹是虫”流传于坊间给层累说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作为曾经的“枝叶”并不能
真正触动“本干”，因《古史辨》的出版使顾颉刚疑古说的传播范围大大扩展而导致被放大的另一个方
面，就是所谓的“腰斩古史”。相比而言，这方面的指责，对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社会形象更为不利。

起初刘掞藜等人之所以与顾颉刚展开论战，背后就暗含着前者对怀疑古史可能造成古史“空白”
的忧虑：“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刘掞藜：《讨论古史再
质顾先生》，《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１３期，１９２３年９月２日）只是刘、胡等与顾颉刚的古史论战，一
直维持于学术讨论层面，刘掞藜的担忧也是点到为止，之后柳诒徵谓疑古说“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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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史地学报》第３卷第１期，１９２４年４月，第２页）
“我们得了一种求真的好方法，于社会国家有何关系”（柳诒徵：《讲国学宜先讲史学》，《广播周刊》第

２５期，１９３５年３月９日，第２８页），在文中也是不点名的批评。顾颉刚也表示感谢刘、胡、柳“尽情地
驳诘”“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的想像之下就算是满足了”（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
史辨》第１册，第３页）。

《古史辨》系列出版形成声势以后，舆情渐渐聚集于疑古说造成古史“空白”及其对现实可能会产
生的不利影响的话题，而顾颉刚发表在《古史辨》第一册与友人信中所说的“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顾
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第３５页）的观点，正好为该话题提
供了依据。如陆懋德认为疑古说“谓吾国文化仅有二三千年之历史，其谁信之”“治古史只有延长之
势，并无缩短之理也”（陆懋德：《介绍与批评·顾颉刚〈古史辨〉》，《清华学报》第３卷第２期，１９２６年

１２月，第３～４页）。
也有人评论说：“古史经他这样一辨，经他把所谓‘伪书’和‘真书’中的伪史完全推翻，所谓五千年

的历史，只余下二千余年。”［华白沙：《古史及古史研究者》，《杂志》第９卷第６期（复刊第２号），１９４２
年９月１０日，第６页］更为激烈的是马乘风认为顾颉刚是把“中国古史”放在了“断头台”上，“中国之
五千年历史，被他打个‘折扣’，只余‘东周以后’的一半了”（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１册，南京：中国
经济研究会１９３５年版，第５２１～５２２页）。徐旭生说：“把传说的东西一笔抹杀，把文化的黎明时期完
全不谈，我国的历史因此就被砍去一截！”（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

１９４３年版，第１２页）李季则称之为“腰斩中国历史”（李季：《古史辨的解毒剂》，《求真杂志》第１卷第１
期，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第３４页）。１９２６年胡适曾把顾颉刚的观点说成是“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把禹
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现代评论》第４卷第

９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１日，第１７页）。这与李季等人的比喻相近，而结论却完全相反。
马乘风、李季等人并未像此前刘掞藜、柳诒徵等人那样从古史考辨出发质疑顾的疑古学说，而是

脱离开了具体的古史考辨，将问题直接引申到“折扣”“腰斩”古史的极端，徐旭生虽为考古学者，背后
似隐含着他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与顾颉刚的私人恩怨。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对古史辨形成了更强烈
的负面影响，不能不说顾颉刚的疑古学说随《古史辨》的传扬而受到更多的误解。

从层累说的提出到《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疑古学说经过了从专业学者探讨到社会层面热议的
过程，一个古史研究的学术观点因《古史辨》的出版而在社会舆论中发酵，古史辨固然扩大了影响范
围，然而针对疑古说的发声者良莠不齐，其中充斥了诸多误判误解误会，导致顾颉刚疑古学说的认知
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偏离了起初的研究指向。专业学术观点与大众舆情传播之间的冲突与抵触在古
史辨传扬过程中得以颇为典型地体现，这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二　存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吗？

因层累说的提出和《古史辨》的出版，出现了以“疑古”为一派划分史学流派的观点，其中以冯友兰
提出的“‘信古’‘疑古’‘释古’为近年研究历史学者之三个派别”（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
势》，《中国哲学史补》，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第９５页）之说最为流行。

冯友兰先在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４日《世界日报》上撰文《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称“中国近年研
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在当时和以后的
一两年间，冯友兰在学术演讲、在自己的学术著述和为他人著作写的序中反复论及此观点。冯友兰初
提此说时，把信、疑、释三种趋势比作“‘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
古’为‘合’”（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中国哲学史补》，第９６页），把历史解释套入辩
证法的所谓正、反、合的逻辑公式，这样的概括显然并不合适。冯本人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在此后为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作的序中，不再提及正、反、合，而是说“释古虽与疑古不同，然必须经过疑古一阶
段，必须用疑古的精神，审查史料”（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冯序》，参见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１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第１页）。在稍后为《古史辨》第６册作的序中，冯友兰将其观点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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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述为：“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
汇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级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
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
重。”（冯友兰：《冯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６册，第１页）。冯友兰更新过的这个解释或许意味着在
这个问题上他对之前“可爱而不可信”的正、反、合三段论的摒弃，然而仔细斟酌他的信古、疑古、释古说，
仍然存有可商榷之处。

冯友兰把信古、疑古、释古概括为“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并不准确，这充其量不过是当年
研究中国古史之新趋势，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在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中古史、近世史、考
古学、西洋史及各专史等领域都有各种新趋势出现，远非信古、疑古、释古所能涵盖。

进一步言之，冯友兰之所以能够推出信古、疑古、释古说，最大的缘由就是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和
《古史辨》的影响力，冯则因“疑古”而推导出“信古”和“释古”两趋势，其中与“疑古”对立的“信古”，冯
友兰解释为“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
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冯友兰：《冯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６册，第１
页），这类“抱残守缺”的人当然存在，如胡适所说的“北京很有几位老先生深怪顾先生‘忍心害理’”（胡
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１８期，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２日）中的“老先生”们，然而
在古史论战中与顾颉刚疑古说真正形成对立并商榷的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以及张荫麟等人，恐非
“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刘掞藜“精习英吉利语言文字”，曾“撰《世界史略》二十万言”及“《中国
政治史》《中国民族史》《史学与史法简编》合数十万言”（陶元珍：《亡师新化刘先生事略》，《国风》第７
卷第１期，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第５８～５９页）；柳诒徵曾赴日本学习，是南高派主将，倡导“昌明国粹、融
化新知”的文化观；尚在清华学校读书的张荫麟借鉴法国史家色诺波（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ｉｇｎｏｂｏｓ）等人的理
论，批评顾说“根本方法之谬误”在于过度使用“默证”（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衡》
第４０期，１９２５年４月，第１页）。论战圈外的王国维因为在《古史新证》中曾说顾颉刚“疑古之过，乃
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被许多论者将其视为“疑古派”的
反方，不过因此将王国维视为“信古派”显然也不合适，于是有人将王国维归为“释古派”，然而观其所
说的“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北平：北平来薰阁影印

１９３５年版，第２页），似乎又倾向于“疑古”了。总之，这些不同意“层累”说的学者，或出于学术见解，
或出于思想感情，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与顾颉刚观点相左的人并不全是或不能简单归之于“抱残守缺”
的“信古派”。

“释古派”在这里也没有说清楚。结合当时的史学研究状况，冯友兰最初认为“‘释古’一派不如信
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
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中国哲学史补》，第９３
页），似乎是介乎于信古和与疑古之间；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他又说释古一派“往往谈理论太多，令读他的书
的人，感觉他是谈哲学，不是讲历史”（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冯序》，参见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１
册，第１页），看上去所指更像是社会史论战前后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做法；１９３７年１月他的解释
是“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冯友兰：《冯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６册，
第１页），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实际上，历史研究因不同的史观、方法和态度而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不论信还是疑，广义上看都属于“释古”，“释古”既不会因为在这里被称为“一派”才成为存在，也不会
因为未被称“派”而不存在。

这样看来，“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之说并不能合理地反映当时的史学研究趋势，即使在古史研
究领域，也很难说存在着这三派。大约是受到冯友兰的影响，周予同在１９３６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年来国内治中国古代史的，大概可归纳为四派：一、泥古；二、疑古；三、考古；四、释古。”（周予同：《纬
谶中的“皇”与“帝”》，《暨南学报》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３６年２月，第１３页）他这里明确了四派之说指的
是“国内治中国古代史的”，并且还增加了“考古”派，这两处变动，显然较之冯说更严谨和全面一些，但
是在几年之后，周予同放弃此说，而是提出了新的观点：“转变期的中国史学，应该先分为‘史观’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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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两派。”（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４辑，１９４１年２月，第５页）
不过，在顾颉刚看来，“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

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
古派所信的真古何从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顾颉刚：《我的治学计划》，《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第６９页）。为了追求真实可信的中国古史，疑古是与释古联系在一起的，因信而
疑，由疑而信，都是以建立真实可信的古史系统为目标。如果将“疑古”与“释古”各为一派，割裂二者
间的逻辑关系，有可能误导人们认为顾颉刚疑古学说仅仅是为疑而疑、因疑而疑，这便背离了古史辨
的初衷。

事实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引发争议的“走出疑古时代”之说，其依据之一即来自于冯友兰的信
古、疑古、释古说。李学勤认为，“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是针对当时业已充分展开的这
一思潮及其影响提出来的”“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在现
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４３、１９页）。联想到顾颉刚本人所说的“《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
个时代”（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第２９页），“走出疑古
时代”之说显然是将其视为“一个时代”才要求“走出”的；联系上文的分析，“走出疑古时代”的这个依
凭恐还值得商榷。笔者更赞同林甘泉的意见：“‘古史辨’出来以后，中国史学界根本不存在一个疑古
时代，只存在对‘古史辨’评价不同而已……认为不能完全相信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但又认为这种传
说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这种认识才是主流认识。”（沈颂金：《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
甘泉先生访问记》，《文史哲》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２３页）考古学家林沄的观点也值得重视：“从古史辨派
开创了疑古时代之后，中国的古典学，实际上就逐步进入了疑古和释古并重的古史重建时期。这种重
建是以对史料的严格审查为基础，把古文献和考古资料融会贯通而进行的。因此无须另立一个释古
时代，或另称考古时代。”（林沄：《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
集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８页）

三　一个中国学者基于本土学术资源构建的史学理论学说

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并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概念或一个命题，而是初步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史
学理论学说。

笔者认为，顾颉刚疑古学说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以层累说为核心的史学认识层面，它
告诉人们：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而且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古
史中某件事的真确状况，却至少能够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这就承认了历史书写与历史真
实之间的区别，明确了古史阶段与古史人物在文本中的演变特征，指出了神话传说在不断的古史记述
中的权重比，由此延伸为对一般意义的历史书写性质的理论认知；另一个部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这四个“打破”为判别古史可信
与否的四项标准为主的古史本体层面，所指的民族是否出于一元、地域是否限于一统、复古倒退历史
观还是进化历史观念等历史理论问题，大都突破了层累说对历史文本范畴的阐释，触及或回归于判别
古史是否可信和建立真实古史系统的研究目标。

层累说和“四个打破”两个部分其实是从两个维度出发，共同构成了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整体。这
两个维度又相互关联，互为依托，层累说的核心观点“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提供了“四个打破”认识
的学理前提；而“四个打破”则以重建信史为目的，又反过来支持了“层累”说的理论设定。

就此言之，顾颉刚疑古学说已经深入到史学理论的一般性层面，从历史书写到历史事实、从史学
认识论到历史本体论、从史学理论到历史理论，顾颉刚的论说虽主要是基于治史经验层面的总结而少
有历史哲学层面的逻辑阐发，但是已涵盖了古史研究客体与研究主体间所涉及的多重关系，其中蕴含
的信与疑、破与立等多重学术诉求，完成了近代中国古史学说的一种理论构建。况且，就历史研究的
本质而言，谁又能说史学家的理论归纳就逊色于哲学家的抽象概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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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顾颉刚疑古学说开辟的以史学“求真”为旨归的怀疑—重建的研究理念，自那
以后都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古典学研究；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和地域向来一统的理念，已经而且继续
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中不断得以证明和阐发；古代为黄金世界的历史观也
被近现代以来各种中外历史观所修正或取代。一些持异议的学者（如傅斯年、蒙文通、徐炳昶等），在
他们的论著中却可以看到受顾颉刚疑古学说影响的明显痕迹，如曾经以过度使用“默证”批评层累说
的张荫麟，在其《中国史纲》述及上古时代时写道：“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荒唐的神
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重庆：青年书店１９４４年版，第１４
页）顾颉刚疑古学说在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和古代文明发展进程、探讨历史学性质与功用问题、辨析历
史叙事中史实与文本的关系、打通历史学与考古学学科沟壑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独到的理论威力
和理论价值。这与胡适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傅斯年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等这类更像是口号
式的学术理念的明显不同。

在西方史学理论纷至沓来的昨天和当下，顾颉刚疑古学说的另一个特点也值得重视，即它是由一
个中国学者基于本土学术资源构建而成的。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产生各种影响的历史观和
史学理论，大多来自于域外，主要是外国学者根据他们所熟知的本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并综合他
们未必完全熟悉的他国他民族历史概括而成，中国史学在借鉴、融通域外史学理论，特别是用域外史
学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时候，往往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结合”方式，如胡适宣
扬“科学方法”，要连带上乾嘉朴学中即已含有“科学”精神的解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融入了许
多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中的理论，却并未提及原书原作而是用中国史学知识讲述出来；何
炳松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本人却在《通史新义》中结合《新史学》回归到对刘知幾、章学诚的史
学理论阐发。

顾颉刚“从来未曾出洋去留过学，可是他一方面接受了本国学术界的最好遗教，他方面又学会了
西洋的种种方法”（Ａｒｔｈｕｒ　Ｗ．Ｈｕｍｍｅｌ著，王师韫译：《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顾颉刚编
著：《古史辨》第２册，第４４７页）。这固然是实际状况，但是他的疑古学说是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中酝酿
而成则是毫无疑义的，这在他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有生动详细的记录：在早年打下的扎实传
统学术功底的基础上，深感古书中的问题之多；听章太炎讲学，知道要“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
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佩服其称三皇五帝是“传疑
时代”的眼光；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论上古事茫昧无稽，更引发了对古史的不信任感；编纂《清代
著述考》，“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搜集家乡歌谣，“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
会得随时随地变化”；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经着手，便发生了许多问题”；读崔述《考信录》，
“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标点《四部正讹》《诸子辨》，
意识到不仅古书古史有靠不住的成分，就是近人的史籍传记中的可疑之处也不少。总起来说，就是
“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均参见顾颉刚：《自
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１册，第４～４９页）。

对顾颉刚疑古学说不论是持赞同还是持批评态度，与域外史学理论相比，本土学者理解认识该学
说不会有太多滞碍之处，从而也达到了深度讨论的程度。相对而言，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由中国学者
依据本土学术资源构建的、并能够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度的史学理论并不多见，或许只有王国维的“二
重证据法”和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归纳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校勘四例”具有与之相近的意
义，但是“二重证据法”和“校勘四例”属于方法论层面的归纳。顾颉刚疑古学说是一个由中国史家基
于本土学术资源构建的、极具原创性的史学理论学说，这在近现代中国史学上不仅是稀缺的，而且大
概还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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